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二〇二二年第二期

清入关前八旗组织的商业性
———以皇太极时期为中心的考察

刘巳齐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广西 桂林 ５４１００１）

［内容提要］八旗是清代国家与社会制度中较有特色的、能体现其与前代统治差异的实体性组织，
它在清代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者普遍关注到的是八旗组织在政治、军
事上的影响，但实际上八旗在清入关前的各种经济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皇太极时期，商业在后金

（清）的经济发展中占据了主要部分，而八旗组织则是开展商业活动的主体。 至清入关前夕，八旗先后

通过组织商队、管理市场，垄断了清初的商贸特权，在此基础上影响了清初财政制度及社会内部交易秩

序的变化，逐渐将八旗组织的商业性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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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问题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对八旗制度的研究，有助于增加对满族社会和清王朝

的认识。① 八旗作为满洲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及满洲统治的基础，其影响涵盖了清代国家和社会

的各个方面。 学界以往对八旗的研究多关注八旗组织的政治、军事作用，对八旗组织的特性分析更

多的体现在其军政职能、军国制度、社会职能多元化方面，②而这些研究鲜有重视八旗与清朝经济

发展的关联。 既有研究对八旗经济作用的讨论多是在概念上的阐述，姚念慈认为清初国家的经济

职能通过八旗来行使，八旗在经济上通过分配和调节，作为维持旗内各级成员和各牛录经济的最高

一级政治实体而存在。③ 杜家骥在其研究中提到八旗拥有独立的经济特权，但他未展开论述；④孙

虹的研究已关注到八旗的经济组织特性，主要是从农业、手工业方面来进行讨论。⑤ 这些研究虽都

有提及八旗的经济作用，但对八旗如何影响满洲社会经济生活这一问题仍无法确认，这需要从清入

关前满洲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去溯源。
前辈学者的研究已表明清入关前满洲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商业为主导，王钟翰指出皇太极时

代的商业税在后金（清）社会的国家财政经济中占了很大的比重；⑥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也提出，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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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时代交换经济的发达盖过了农业的自给自足，清政权在诞生之前就已经受了来自东北亚商业热

潮的洗礼，与明朝相比，清朝在经济政策上最大的不同在于所运用的是依靠商业资本的经济政策，
明显有别于明朝的农本主义。① 因此，八旗组织的经济作用可以通过清入关前的商业活动来进行

理解，美国学者陆西华（Ｇｅｒｔｒａｕｄｅ ＲｏｔｈＬｉ）曾提及后金（清）的商业为八旗所垄断，但她未就该问题

深入研究。② 当前研究仅有王丽关注到了八旗组织的商业活动，她指出清入关前“八旗是以相对独

立的个体参与到商业贸易活动中”，后金的商业发展是“八家官商经营模式”，③但其研究未对八旗

组织的商业结构进行分析，也未讨论皇太极时期八旗的商业参与同财政制度变化的联系。 显然，上
述研究虽不全面，但有助于开阔学界对八旗组织的认识。 本文拟以皇太极时期八旗组织在后金

（清）的商业活动轨迹为中心，分析其在清入关前社会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通过讨论八旗组

织的商业结构、八旗对经济资源及市场的控制、八旗的商业参与同财政的关系，从其商业性问题上

加深对清初商业活动与八旗组织运作的认识。

一、八旗组织商业性的呈现

首先要明确，八旗组织并非在创立之初就具有商业属性，而是伴随着后金社会的经济发展需求

才开始出现并逐渐扩大的。 在八旗对后金社会经济活动的不断参与之下，其组织分工逐渐明细化，
由最初的兵民结构扩展出了专商以及商队成份，在八旗专商、商队的运作下，后金（清）的商业活动

得以有规模地开展起来，这个过程的发展是从皇太极时期开始的。
皇太极即位之初，在他颁布的圣谕中称：“至通商为市，国家经费所出，应任其交易”， ④可以看

出当时后金政权十分重视商业发展，国家支持互市交易行为。 然而当时的后金刚刚经历从部族到

政权的转变，国家组织体系尚不完善，要想很好地将各类商业活动组织起来，就得利用既有的且各

项制度较为完善的政治组织———八旗，通过八旗来具体组织和运行贸易活动。 早在努尔哈赤时期，
后金就组织八旗兵丁在广宁进行粮食贸易，⑤已初步表现出八旗组织运作商业的能力。 至皇太极

时期，后金（清）开始以八旗为主体，开展贸易活动。 为了保证八旗的战力，后金一般不会让八旗兵

丁全部充当商人角色，那么进行长期的贸易活动就会交给八旗组织中的专人来负责运作。
所谓“专人”即专门负责交易的专商，据天聪八年十二月（１６３５）的一份貂皮交易档案记载：“三

等梅勒章京丁启明为其家奴孟色所讦，言丁启明将汗所赐貂裘与正蓝旗市商王超陶，获银六十一

两。 再貂皮端罩一件，典与正红旗市商吴留，获银二十五两。”⑥从中可以看到，在正蓝、正红旗中都

有专门负责交易的专商，或可推知每一旗之下应该都有专商存在。 又如在天聪六年（１６３２）正月初

三日，“八家八大臣率辛者库徒步往朝鲜取佛头青布”；⑦二十四日，“八家往取佛头青布之人还。”⑧

八家代表八旗，说明当时八旗每旗官员各带一些辛者库人前往朝鲜采购青布。 通常学界对辛者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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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解是管理犯了罪的奴仆的机构，但是根据王道瑞、杜家骥等学者的考证，辛者库人并不完全是

那样，其有良、贱之分，良者即管领下的包衣，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可以拥有自己的产业。①

天聪六年正月八旗官员前往朝鲜采购青布所跟随的辛者库人应该就是指代八旗之下的专商，根据

崇德三年（１６３８）二月八旗各大小章京派人采买物资的情况来看，多为他们手下的汉人包衣，②再结

合前文的正蓝、正红旗商的姓名，说明八旗之下的专商多为汉商。
八旗专商如何组织起后金的大规模商业活动？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③在皇太极时期，后金（清）

对外的商业活动基本以八旗商队为主体展开。 如对外采购物资，派遣出去的商队组织就是以八旗

为单位，虽然旗商成分以汉商为主，但商队中也有专职的满洲人，据明朝辽东巡抚方一藻于崇祯十

年（崇德二年，１６３７）五月的塘报：
细审虏中情形，据供，闰四月内，东奴将每牛鹿下挑选达子八九名，驮载货物从黄毛达子

（蒙古兀良哈部）家远远转去，……又供扮作西夷模样，到张家口去假装做买卖。④

从中可知，八旗商队外出贸易，每旗各牛录下派出有数名满洲人参与，他们以旗为单位进行编组，有
组织性地参与贸易活动。 如在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十月，就有八旗商队有组织性地去往黑龙江地区贸

易貂皮、青布：
遣往黑龙江贸易人员归来，携来货物如下：正黄旗貂皮四百六张。 镶黄旗貂皮三百八十九

张、毛青布十一匹有余。 正红旗貂皮一百十四张，又遣往嫩江人员携回貂皮六十五张、毛青布

六匹有余。 镶红旗貂皮二百二十二张，又遣往嫩江人员携回貂皮七十八张、毛青布二十三匹有

余。 镶白旗貂皮二百三十一张，又遣往嫩江人员携回貂皮五十五张、毛青布四十八匹有余。 正

白旗貂皮一百三十三张，又遣往嫩江人员携回貂皮一百三十二张、毛青布八匹有余。 镶蓝旗貂

皮二百二十四张，又遣往嫩江人员携回貂皮八十四张、毛青布十一匹有余。 正蓝旗貂皮一百八

十二张，又遣往嫩江人员携回貂皮五十九张、毛青布一百十二匹有余。 合计貂皮二千四百七十

八张（实为“两千三百七十四张”，引者注）。⑤

由此可见，每旗所贸易到的貂皮、青布数量各不相同，有些又派遣专人去往嫩江地区进行多次采购，
说明当时八旗商队的贸易活动是以旗为单位，互不统属。 但是后金（清）对外的贸易活动均由八旗

共同负责，并非一宗贸易由一旗独立完成，各旗旗商的行动是统一的，因此，在清入关前的文献里，
后金（清）的八旗商队也被统称为“八家商人”。 关于清入关前八旗旗商的问题，及对旗商成分的分

析，学界当前未有论述。
“八家商人”的称谓第一次出现于《清实录》天聪九年（１６３５），当年五月，皇太极遣户部参政马福

塔等人往朝鲜互市，马福塔奏言：“至于王京贸易，不完者非彼无物可货。 因我国商人托言携马交易，
故意不行交市耳。 欲遵前言，令八家商人同往贸易。”⑥在《清实录》的记载中，“八家商人”的活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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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首次出现在朝鲜，是以一支数百人的商队形式出现的，时“八家及甲喇章京以上各官员共遣二百

人往朝鲜贸易。”①而至崇德五年（１６４０）八月，皇太极“命希福、朱马喇、启心郎布丹等率八家商人及

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往张家口交易。 戊寅，命苏拜、纳木率八家商人往归化城购买马匹。”②

“八家商人”又再次出现在塞北地区，这说明当时八旗商队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横跨东北亚至塞

北，哪里有后金的贸易活动，哪里就会出现八旗商队，他们是后金（清）扩展贸易网络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八旗商队从事对外贸易所要横跨的从东北亚至塞北这片广阔的贸易网络，最早

是由晋商开辟的，相关研究表明晋商能把孤立分散的地方市场变为集中的统一市场。③ 早在明中

期，晋商就活跃于北方的区域贸易之中，长城沿线本身就是晋商最活跃的地区，而辽东地区也以晋

商最为活跃，明末官员倪元璐曾称：“尔时辽东千里，多晋人商屯其间，各为城堡，耕者数千万，人皆

兵，商马数千万匹，堪战，不惟富，而且强。”④在隆庆时期曾任户部尚书的葛守礼也称：“辽东商人，
山西居多，而汾州更过半。 居辽娶妻生子，率年久不归。”⑤这说明通过长时段的跨区域长途贸易，
晋商早已建立起了一个横跨塞北至东北亚的贸易网络，且他们的信息传递实效要快于明朝官方。
如在明崇祯三年（天聪四年，１６３０）二月初八日，明朝位于鸭绿江口的东江镇传报：“听山西客商赵

姓人来到本岛（皮岛）言说传闻，上年十月份，西鞑诱引奴贼前向喜峰口，与天兵战，奴贼大败等情，
得此前项说话出自于走回之言，或闻于客商之传虚。”⑥后金当年从喜峰口入关的消息就是由晋商

最先传入东江的，而两地横跨塞北至朝鲜北部上千里，可见晋商网络的时效之快。 对于政权建立未

久且国家组织体系尚不完善的后金来说，正好可以利用这个贸易网络为自身服务，将对外贸易的经

营建立在晋商既有的贸易网络之上。
后金（清）要利用晋商的贸易网络，就得吸纳晋商进入到八旗旗商之中。 在山西方志文献中也

出现了“八家商人”，据乾隆《宣化府志》载：“八家商人者，皆山右人，明末时以贸易来张家口，曰：王
登库、靳良玉、范永斗、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子孙自言，本朝隆兴辽左，遣人来口

市易，皆此八家主之，迨定鼎燕京，曾蒙召入都，赐服馔，自是，籍隶内务府，每年交生息银百两，至今

犹然。”⑦根据《宣化府志》中的表述，“八家商人”代表八大晋商，在清入关之前，从辽东至塞北的贸

易都是由这八大晋商负责，清入关后，他们成为了清朝第一代内务府商人，仍旧经营着塞北地区的

贸易，时“凡八家商人及民商人等，前往喀尔喀、库伦、俄罗斯、恰克图及各蒙古地方□抄出入。” ⑧

那么上述“八家晋商”和《清实录》中的“八家商人”又有何联系？ 这八大晋商中，目前有据可

考的只有山西介休范氏，他是有旗籍的，⑨根据介休范氏族谱、《介休县志》等相关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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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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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宣化府志》卷 １６《兵志下·张家口境门驻防》，第 ３０８ 页。
相关研究参见韦庆远、吴奇衍《清代著名皇商范氏的兴衰》，《历史研究》１９８１ 年第 ３ 期；商鸿逵《清代皇商介休

范家》，商鸿逵：《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版，第 ２６１—２７９ 页；［日］松浦章著、张正明译《山
西商人范毓馪家族的谱系和事迹》，中国谱牒学研究会编：《谱牒学研究》第 ２ 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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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元年（１６４４），斗爷（范永斗）带领侄孙（范毓）栋先到独石口，将买卖尽行收拾，带往

张家口，设立“永兴寰记”货房一座，……曾当面讲明，此后所赚银钱斗爷加倍分之。①

与辽左通货财，久著信义，……仍互市塞上。②

家大起，贾于边城，以信义著。 世祖闻之，召至京师，授以官，力辞，因命主贸易事，赐产张

家口，即张北厅也，为世业，岁输皮币入内府。③

根据上述材料中范永斗经商活动的地域来看，与《清实录》中对“八家商人”活动地域的记载相吻

合，他又被授予特权“主贸易事”，也就说明两者记载中的“八家商人”有一定的联系。 结合前文材

料所见，明末辽东的商人以晋商居多，八旗旗商多为汉商，后金在辽东崛起之后，便对当地商人给予

优待，“各省商人所获资本，听其自便还乡，勿令献折，使天下咸知圣德。”④在皇太极时期任命的一

部分官员就出身于这些辽东商人，如李继学，“尔原系清河城商人，克辽东后，先来供职有功，授为

大都司职。”⑤马远龙，“尔原系商人，我取辽东后即为我驱使，授备御职充旗鼓。”⑥佟正，“尔原系商

人，擢尔为备御。”⑦因此，八旗旗商的来源与晋商有着深厚渊源。
八大晋商最初的活动地域是在塞北的张家口等地，而后金商队第一次出现在张家口贸易是在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⑧相关研究表明明末在张家口的内地商人以晋商居多，⑨他们之间的结合应该是

始于天聪六年后金与张家口地方的互市。 结合黄鉴晖的研究，由于晋商垄断了塞北的市场，又与后

金（清）建立了密切的经济关系，他们逐渐从普通商人变为官商，�I0最晚在天聪九年（１６３５）的时候形

成八旗的“八家商人”规模。�I1

根据前人研究和前文材料，清入关前后在北方的贸易经营正是依托晋商既有的贸易网络而发

展的，通过将晋商纳入八旗商队的方式来进行运作，八旗组织的商业性也由此呈现出来，可见在八

旗劲旅精悍战斗力的背后，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

二、八旗的商业参与和财政改制

在前文分析八旗商队于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前往黑龙江地区采买貂皮的情况时，已反映出八旗之

中每旗的采买活动是单独行动，各旗之间互不统属。�I2 这就涉及到八旗各自用于商业采买活动的

财政支出问题，它的运作方式有何特征，又与后金（清）的国家财政制度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些

内容将是本节讨论的重点。
首先要理清八旗各自用于商业采买的财政支出是如何运作的问题。 结合崇德三年三月八旗商

队前往归化城与蒙古土默特部的贸易出银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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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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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袁森坡《论清代前期的北疆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０ 年第 ２ 期；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

崛起》，《北方论丛》１９９８ 年第 ５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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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初十日，命赴鄂木布楚呼尔处（即蒙古土默特部）贸易，每家以三百两计，八家共出银

二千四百两前往贸易。 每家出六人，带自身银一千四十两。 汉军官员、大章京各出银二百两，
梅勒章京各出银一百八十两，甲喇章京各出银一百两，以此计算共五千五百八十两。 毕礼克图

郎苏出银一百两，领队之诺木图出银五十两，尼堪出银五十两。 共带银九千二百二十两，取外

库人参一百斤。 将此等银两和人参交给诺木图、尼堪前往贸易。①

仔细研究这份银两支出清单，可以发现八旗对外贸易的采买呈逐级出资制，最低是到甲喇这一级，
除了每旗公账的银两支出外，旗下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甲喇章京都要拿出一些银两来，八旗汉军则

单独计算，说明八旗财政支出具有分散性。 当年五月，八旗商队再往归化城与土默特部贸易：
八家自朵云、博硕堆来土默特贸易。 八家出银二万五千六十六两，貂皮外套褂子四件，苏

拉貂皮一百二十张，雕鞍三副。 以此等银两物品换得蟒缎五十二匹、衣服二十件、妆缎七百二

十二匹零四尺，……公以下，梅勒章京以上出银九千三百六十九两，貂皮端罩三件，鞍一副。 以

此等银两物品换得蟒缎二匹、衣服四件、妆缎一百三十七匹……马三百六十九匹、驼二十二头、
牛二头。②

在这份采购清单中，八旗在贸易上逐级出资的制度说明更加细化，有助于理解上一份清单中各

级章京的银两支出含义。 这份清单显示，在八旗每旗之内，存在一个由八旗旗主掌管的总旗财政，
作为每旗的公库，在每旗之下的甲喇、牛录组织上，又有各级章京掌管对应的各级财政。 因此，八旗

商队对外交易的收支，也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材料中提及的“八家出银”对应的是每旗的旗级财

政，“梅勒章京出银”则代表旗下甲喇、牛录组织各级的财政，可见在清入关之前，八旗组织参与商

业活动具有相应的财政独立性。
八旗参与商业所具有的财政独立性是在努尔哈赤时代盟主政治的环境下产生的，这是由当时

后金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组织形态所决定的，虽然政权已经建立，但非集权结构，而是一个分散的八

旗联盟形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中央财政。 努尔哈赤临终前留下遗言规定：“八家但得一物，令八

家均分之，毋得私有所取。”③这就表明八旗代替中央进行社会经济的分配，充实了八旗财力，使得

八旗在商业运作上有更大的话语权。 一直到皇太极前期，八旗的贸易收支都高过后金汗的中央财

政，如天聪五年（１６３１）八月，朝鲜官员携带大量布匹、绸缎货物进入沈阳交易：
朝鲜官员名、所贡财物数，俱在书中。 加官员自身，一百九人。 ……伊等所带货物：缎七百

二十四匹、毛青一万八百匹，无裘皮，照常交易。 以八家银易取者，每家毛青各一千三百五十

匹、绸各三十匹。 又以官库银易取绸四百七十五匹、蟒缎二匹、青素缎七匹，存于官库。④

材料中的官库，指的是由中央管理的国库，“各库分称银库、财库、粮库。”⑤从中可以看到，每一

旗所支出的银两要多于中央官库，所贸得的青布、绸缎数量是官库留存的两倍多。 “八家均分”制
度使得八旗的收支大于中央，这表明后金商业活动的银两来源，按照既有的出资制度，一部分出自

八旗，一部分出自中央官库，⑥而并非是“八旗经费和中央官库的经费相等同”。⑦ 对于“八家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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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学界已有研究，①但多未注意到皇太极时期对该制度进行了改革。 皇太极为了改变权利分

散的情况，此后逐渐废除了努尔哈赤时期定下的“八贝勒共治”的分权统治体制，建立中央集权，因
此，在经济资源的划分上，开始突出皇太极作为政权核心的地位，逐步调整了八旗与中央的划分比

例，改变了此前所有经济资源由八旗均分的局面。 天聪六年（１６３２），汉官胡贡明建议皇太极将所

获银两大头留存于中央官库，所有获取银两不再完全平分给八旗：
我国地窄人稀，贡赋极少，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 若有得来，必同八家平分之，得些人

来，必分八家平养之。 管如皇上出件皮袄，各家少不得也出件皮袄，皇上出张桌席，各家少不得

也出张桌席。 殊不知各家贝勒，有乐于养人的，有不乐于养人的。 有慨出东西的，有蹙额出东

西的。 有好人反遇不乐养人之主而受苦的，有不好人反遇乐于养人之主而享福的。 内中许多

陋习，真有不可一言尽者。 皇上聪明天纵，岂有想不到乎？ 以臣见之，这个陋习，必当改之为

贵。 假如下次兵马出去，若得银八万两，八家每分七千两，留三八二万四千两收之官库。 若得

衣八千件，八家每分七百件，留三八二千四百件收之官库。 其八家应得的财物，即听各贝勒自

己使用。 若要摆酒，即命礼部向官库支办，若要赏人，即命户部向官库取给。②

胡贡明进言，要让八旗与中央共同分配所获银两，按照其建议的比例，平均下来八旗大约共占

２ ／ ３，中央官库大约占 １ ／ ３，中央所留存的经济资源，至少要超过三旗所分得的，这个可能与清入关

前八旗的掌控权分属密切相关。 按照皇太极亲掌“两黄旗”的定制，③中央官库和皇太极亲掌的两

旗所控的经济资源就压倒性地超过了任何一旗，即使剩下六旗合在一起，也很难从经济实力上压倒

中央。 这项建议虽然是针对八旗抢掠财富的再分配问题，但实质上是以此为切入口，改变八旗财政

独大的局面，由国家集中财权。 也如王丽所言，后金此前的商业发展是八家官商经营模式，八旗是

以相对独立的个体参与到商业贸易活动中，④这样会出现中央无法主导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的局面，
因此要将八旗参与经济活动的财政主导权转移至中央。

然而改变这个制度需要一个过程，八旗之间各旗所辖牛录数量、战绩不同，所积累的资源、财富

也就各不相等，皇太极首先是要保证各旗实际拥有的资源、财富均等，不能使八旗中出现一旗独大

的局面。 天聪八年（１６３４），皇太极规定八旗的物资分配应相互补充，多者裁剪，少者增补，保持各

旗持有的经济资源数额相等。 如当年九月，为安置季思哈征瓦尔喀所俘人口，皇太极遣英俄尔岱、
龙希、穆成额与大贝勒及诸贝勒会议：

此俘获之人，不必如前八分均分，当拨给男丁不足之旗。 八旗下牛录，一例定为三十牛录，
若多于此数，即行裁去，以分补不足者。 至不足三十牛录之旗分，择年壮胜任牛录之人，统领所

管男丁，别居他堡，后有俘获，再行补足。 至旧有人民，朕意不便均分，惟新所俘获，理应拨补不

足之旗。 若八旗不令画一，或有一旗多于他旗者，其意欲何为耶。 大贝勒众台吉曰，如此办理

甚是，分拨旧民，似属不当。 今后俘获之人，应拨补不足之旗等语。⑤

皇太极此举为打破八家均分制度、削弱八旗财权奠定了基础。 在皇太极称帝后的崇德时期，清
朝官方对于交易中的资源分配已如胡贡明所建议的那样实行，如崇德三年（１６３８），蒙古乌扎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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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井瑙、马考、扎奈、桑吉察等四人来朝进贡貂皮，清朝皇室、八旗、官库分得比例如下：
贡貂皮一百四十七张、貂皮桶两件、猞狸狲皮端罩三件、猞狸狲皮一张、水獭皮十六张。 皇

室纳貂皮十七张，八家取貂皮十六张，其余貂皮一百一十四张、貂皮桶两件、猞狸狲皮端罩三

件、猞狸狲皮一张，水獭皮十六张，折为佛头七十九入库，赐来朝者小佛头青布一百五十

八匹。①

可以看到，八旗分得的貂皮数量已被中央官库超过，这就说明后金（清）官方内部的分配变化以天

聪六年为转折，开始逐步向中央官库优先、八旗次之的分配方式转变，这种变化与当时皇太极的中

央集权紧密相连。 相关研究认为在此时，后金（清）皇权在经济上摆脱了对八分原则的依赖，独立

的皇室财政的形成是君主集权发展的结果。② 但是还要注意到，这种分配变化并不是针对所有行

为，因为这个改革势必要触动八旗贵族的利益，皇太极对此也作出了一些让步，在战争中掳掠所得，
仍为八旗自行处理，如崇德八年（１６４３）就规定“我国定例，凡征战所获金银，除八家外，不得分

取。”③因此，后金（清）的经济仍存在八分原则，清入关前的资源分配制度为中央与八旗二元并立，
但八旗参与经济活动的主要支配权是由中央掌控。

在中央开始掌控经济活动的主导权后，八旗也充当了后金（清）管理商业的组织角色，如八旗

对沈阳八门市场的管理。 天聪五年（１６３１），皇太极将沈阳城门由四门改为八门，④“东向者左曰抚

近，右曰内治，南向者左曰德盛，右曰天佑，西向者左曰怀远，右曰外攘，北向者右曰福胜，左曰地

载。”⑤八门按照八旗规制设置，⑥按八旗次序排列各负责一门。⑦ 结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

绘制于清前期的《盛京城阙图》来看，⑧当时沈阳八门布局为：每南北、东西两门相对，街道呈两横两

纵分布，每条纵横街道各分三段，呈“井”字状，共十二条街道，将沈阳内城分为九个区域，每门向内

街道分别以各门命名，⑨街道形成八门大街，�I0八门大街先名桥，谓之市井，�I1它是沈阳当地乃至整个

辽东商业最集中、最繁华的地方，据朝鲜燕行使吴道一称：“八门皆有楼，楼凡三层，渠渠对峙，翼翼

相望。 城内大道殆五里许，闾阎栉比，车马喧阗，巿廛接连，货资委积左右。”�I2材料中所呈现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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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即八门市场，①学界已有研究注意到八门市场，但未就八旗的参与情况展开讨论。② 结合清初

档案，与民国《沈阳县志》的记载相验证，可以发现八门市场各有特色，每处市场的功能定位不同，
粮市、银市、马市、布市、皮市等专门市场分属于不同的门市。③ 八门市场是由每门驻防的八旗单独

管理，天聪朝档案显示，天聪六年（１６３２）“革镶蓝旗法笃备御职。 革职缘由：红旗桥（大街）上贩肉

者税及蓝旗桥（大街）上购猪、羊税，共十二两五钱均未入官，与笔帖式侵吞，被红旗桥帛税人举发，
故革职。”④从中可以看到，市场以所在八旗命名，再结合前文天聪八年十二月（１６３５）的那份貂皮交

易档案中的线索，其中提到“正蓝旗市商”和“正红旗市商”，⑤或可推知八旗各自负责的每一门市

场下有各旗的专商负责经营，有理由相信，沈阳城内的主要市场交易是在八旗的管理下进行的。
对八门市场，八旗除了商业经营管理，还负责将商税上缴中央官库。 回到前文所述天聪六年

（１６３２）镶蓝旗官员被革职的材料，他在“红旗桥（大街）上贩肉者税及蓝旗桥（大街）上购猪、羊税，
共十二两五钱均未入官”，⑥这里提及的银两入官，即入中央官库，“系送交皇上银两”，⑦在八旗负

责的八门各处市场交易所产生的税银直接进入中央官库，而非纳入八旗财政收入。 在天聪八年

（１６３４）汉官徐明远的奏报里，提到了八门税务与中央官库的关系，“今之八门收税官吏，无不昔贫

而今富，盖因易于获利故耳！ 如今之应纳税银一两，必以重称一两二三钱，四五钱者必称六七钱而

后已。 臣以为官库之平重至于此耶？”⑧因为八门税收是后金（清）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必须由中

央直接控制。 如新归附的降将和军备支出等，在兵部无法解决的情况下，若使用八门税银，则问题

迎刃而解，天聪七年（１６３３）五月，兵部启心郎丁文盛奏：
我国地窄人众，去年水潦，金、汉官员糊口最难，既照前程出羊、鸡、鹅、米、肉，又照前程买

马。 分明取旧官之食，以 新官，恐新人未必肥，而旧人瘠矣。 况旧官战马不足，最难买补，今
又分外买马，以赐新官。 不惟力不能举，彼一闻之，必不忍受，弗若用八门税银买马，一两月

足矣。⑨

由此可见八门市税在中央官库财物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沈阳八门市场虽然由八旗来负责经营

和管理，但是收入分配却由中央来主导。 结合前文所述，这反映出八旗组织的商业参与同后金

（清）的财政制度变化紧密相连，它在后金（清）的商业财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三、八旗与后金（清）社会内部的交易活动

清入关前的主要商业活动由八旗来负责组织参与，在对外贸易上已经显示出了它的重要作用，
并影响了后金（清）的财政制度变化，同时也影响着后金（清）社会内部交易活动秩序的变化。 由于

后金（清）社会内部早期受到“八家均分”制度的影响，各旗之间的交易活动受到限制，而随着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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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商业的不断发展，旗与旗之间的交易活动也逐渐松动，这一变化过程分为两个阶段。
在皇太极前期，后金（清）对其社会内部的交易活动有着明确限制，规定八旗之间不可私自越

旗交易，若想越旗进行交易，则须在官方许可下，卖者前往有需求之旗发卖，交易要在买方的旗内完

成，不可越旗采买。 皇太极曾言：“凡经商贸易，必有主令之人，宜于本旗地方，或修市廛或就家贸

易，理也。”①如崇德三年（１６３８）八月，“智顺王付银四十七两，买镶红旗孟库禄牛录下哈丹代一满洲

包衣男丁。 智顺王以越旗买人，应罚规定之罪银二百两，追回所买男丁，给本牛录下穷人。”②智顺

王即尚可喜，他属于镶蓝旗，③去镶红旗购买家丁，已经超出了镶蓝旗的监管范围，属于越旗采买，
在清初私自越旗采买，则按犯罪处置，因而被罚 ２００ 两。

再如崇德三年的另一起案件，“镶红旗钟布禄牛录下张承功，将给他的妇人未告牛录章京，即
偷卖给正红旗硕古里牛录下莫天锥，获银三十两。 镶红旗牛录章京魏云登竟信此抽税。 ……章京

魏云登当卖别牛录之人时，竟信之取税，应鞭八十二及贯耳之罪，准折赎，罚银三十三两三钱三分入

官。”④此案中，镶红旗下之人将妇女越旗卖给正红旗之人，这属于未告知官方的私卖行为，镶红旗

卖主获得银两后，也按例向本旗牛录章京缴纳税款，以为这样可以逃过官方对其越旗违规交易的惩

处。 然在官方看来，这种越旗交易行为本来就已违规，其所属牛录章京还从这项违规交易中征税，
更是罪上加罪，遂一并惩处。 这两个案例中，虽然八旗人员之间越旗买卖的都是人口，而非商货，但
据天聪四年（１６３０）二月滦州城官员奏请二贝勒阿敏开放贸易时规定：“其人、马、牛、骡、驴、羊及膻

羊，照例在楼下（滦州城楼）纳税交易。 令诸申大臣二员、汉人大钟臣二员，居彼具文抽税。”⑤这是

当时后金（清）对所有交易活动征税的定制，表明人口交易在后金（清）内部的交易活动里属于正常

的商业买卖，因此，按照当时的征税规定，官方从人口交易中抽税是对该类交易的认可，人口交易在

八旗之间是可以进行的。
结合上述两个案件，可知八旗之间壁垒之森严，但是在官方对越旗交易的限制之下，仍有人无

视法令，上至王公下至包衣，冒着多于买卖银两数额的处罚风险，越旗私买私卖。 此类交易属于单

向买卖，八旗之间，卖方有货，买方有钱，必须要卖方拿货进入买方地界，交易才可达成，也就是说买

方身份只限制在本地交易，不得拿钱出去采买，出了本旗后，在其他旗的商业行为，只能以卖方身份

活动。 实行此种交易限制，应该是八旗之间出于本旗商业保护主义的考虑，这与努尔哈赤时期的限

制本地商贩流出，但不限制外地商贩前来汗城交易的政策相似。⑥ 在本旗内交易，凭借本地优势，
既能保证采买的价格不被卖方抬高，又能按实际交易情况及时获取税收。

在每旗的本旗内部交易中，皇太极规定贵族可以采买平民的货物，但是不得压价购买，而平民

不得私买贵族门下产出货物。 崇德元年（１６３６）四月，上谕曰：
合硕亲王以下，永不许照前压买本固山猪只。 凡交易俱任本主，听卖主量其价值，卖与别

固山人。 王、贝勒、贝子家下买猪的人，不许压买，犯者问应得之罪。 合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

贝勒、贝子，今后不许压买民间猪只，民间亦不许买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家下人的猪，如有私

自买者，各问应得之罪。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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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针对生猪交易的规定，可据此分析清初有关旗内交易的政策。 总体来看，明面上强调旗

内公平交易，本旗内所有货物的售卖价格，皆由货主所属贵族决定，并与外旗交易，王公、贵族不得

仰仗其身份压低向平民采买货物的价格，而平民不得采买王公、贵族家产出货物。 这就说明，本旗

产出货物，只有王公、贵族才可以有对外旗贩卖的特权，他们可以从平民手中收购货物转卖，但是本

旗平民的采买对象只能限于对等身份的卖主，他们不得买货于贵族，无法达到互通，实际上旗内的

交易是不平等的。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限制，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皇太极为了保证每旗内部交

易秩序及物价的稳定，贵族需以正常价格采买平民手中的货物，若贵族以低价压买平民货物，将可

能导致平民生活困窘，进而出现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是保障八旗每家资源互补的均衡，秉
承着八家均分的原则，使每旗所分资源相同，不至于每旗贵族将稀缺资源诡寄在平民名下，防止出

现一家资源丰厚、一家资源稀缺的现象。 皇太极此举意在通过对八旗内部交易行为的规范，进而彻

底整顿国家内部的交易秩序，保证国家经济收入的稳定。
随着清朝对外贸易活动的扩大，内外交易活动的频繁，清朝越旗交易的限制也出现松动。 相比崇

德初年经商贸易只限于本旗的情况，至崇德六年（１６４１），“今则不然，有纵家人混居别旗地方，与别旗

人合伙贸易者，又有令其往来负贩者”，①可以看到，此时八旗人员已经可以相互越旗买卖，并且出现

各旗之间合伙经营的情况。 这种情况的出现，受到了八旗资本积累增多而出现借贷经营的影响，当时

八旗通过对外贸易和战争掠夺，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便利用闲置资本做起了借贷生意，张维华的研

究表明，当时八旗的高利贷资本正是由商业资本转化而来。② 由于当时在后金（清）尚未出现像钱庄

这样的金融场所，内部流通的白银多数通过当铺进行流转，一些八旗贵族、富商通过当铺进行资本借

贷，崇德元年（１６３６），皇太极规定：“凡人不许开当铺”，③也就表明进行资本借贷的特权在八旗贵族

手中。 八旗的高利贷经营出现后，在各旗内，一些人见到贸易红利，纷纷参与经营，便从贵族手中贷

得银两，去往外旗贸易。④ 据此可知，皇太极时期八旗十分擅长商业经营，推动了清初的商业发展。

四、结语

日本学者上田信称清帝国是依靠交换经济成长起来的交易帝国。⑤ 而通过本文的考察，可知

清入关前的各类交易活动是由八旗组织所主导，这体现出八旗在清初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重要角色。
八旗在商业结构、参与贸易、影响国家财政制度变化以及各类交易规范行为等问题上的表现，已展

示出其明显的商业特性，每旗独立的财政权和对商贸活动的自主经营，已然出现商业公司组织的雏

形。 清政权的统治基础以八旗为组织形式，通过八旗组织的商业性，可以反映出清政权在入关前具

有的典型的重商主义特点。
在清入关前的皇太极时期，对商业力量的投入是空前的，通过八旗对商业活动的各种参与，后

金（清）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在入关前拥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 八旗组织在清初所展现出的商业

职能，特别是在组织商队、管理市场、规范交易秩序等问题上，反映出了清代经济政策具有重商倾向

的源头所在，有助于理解清代商业发展繁荣的历史背景。 通过八旗组织所体现出的商业特性，对于

我们深入了解其内部的日常经济运作和各旗之间相互的资源调配关系，以及进一步加深对清初社

会生活和八旗制度的认识，有着重要意义。 虽然在清入关后八旗组织的商业性逐渐退化，但其之前

所实行的各类商业行为规范和资源分配制度对整个清代的商贸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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